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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鱿鱼游戏》这类“大逃杀”题材其实并

不算新颖，此前已有《要听神明的话》《13宗罪》《狩

猎》《饥饿游戏》等优秀作品。这类“大逃杀”题

材的电影将游戏作为叙述方式，“‘游戏’成了叙

事的核心，是电视剧中角色的生存博弈与行动规则，

也是主角排除患难、自我救赎的历程。”［1］电影

故事的展开与游戏的进程相统一。尽管有人指出《鱿

鱼游戏》中的游戏设定存在抄袭的嫌疑。但是这些

都不妨碍它成为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此前从未有

过“大逃杀”题材的影视剧能够引起如此大范围的

关注，它在开播一个月后，全球的收视用户就已经

达到一亿，登顶94个国家的Netflix“今日收视榜”。

它没有如此前的同类作品一般，或将血腥暴力作为

卖点，或是架空故事的时代背景。导演黄东赫在接

受采访时曾说：“我想要写的，是一则寓言，是一

个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故事。”也就是说，《鱿

鱼游戏》立足的是用当下来讲述当下，用荒诞的现

实来隐喻现实的荒诞。它为参赛者们打造了一个极

限的生存环境，将童年游戏置换成生存游戏，用原

始简单的游戏激发人原始的欲望。而游戏的组织者

和操控者却能以上帝视角审视游戏的参与者。游戏

本身只是一种道具，剥开其荒诞的外壳，人的欲望

本能、社会不平等、阶级固化，以及资本控制都成

为支撑故事的内核。它不仅扯下了人性的遮羞布，

而且还直击了当下社会的痛点，具有深层的现实穿

透力，这也就是它为何能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的

原因。

一、支离破碎的人性

《鱿鱼游戏》从头至尾都没有放弃过对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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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剑、邓晓琳：《电影的游戏化与游戏的电影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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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它将主要故事的发生空间浓缩到最小范围，

建构了一个禁闭空间。这样的一个空间压抑了人的

生存，却释放了人的欲望。“当禁闭空间造成了死亡，

生成了黑暗和恐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便慢慢地

恶化，从合作到分歧，最终陷入互相杀戮的境地”［1］，

这就使得参加游戏的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欲望成为

杀人者。

剧中，所有参加游戏的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走

投无路的落魄者，韩国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欠下巨

额债务，被迫签下放弃身体条约。在他们签署这份

条约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没有退路可循，他们注

定成为牺牲品被端上金钱的祭台。他们在现实生活

中的无路可退，能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换取生存的

权力。当孔刘扮演的神秘男找到他们，用金钱引诱

他们和他玩打纸片的游戏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

下所谓的尊严。当他们来到小岛参与游戏时，他们

对自己的处境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所以当他们意

识到游戏的规则是淘汰即死亡，他们会为了生存而

请求终止游戏。但当他们知道淘汰的人数最终会积

累成他们的奖金时，他们又会在金钱欲望与生存欲

望之间横跳。第一轮游戏之后的 201 名幸存者，有

101 名选择了终止游戏，100 名选择了继续游戏。

在这场选择中，关键性的一票最终落到了 001 号老

人吴一男身上，他是参与到游戏的组织者，但是他

选择了终止游戏。这并不是因为他迷途知返，而是

因为他知道这群人最终会选择重返游戏。这一方面

是因为他们难以在社会中找到出路，另一方面则是

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比起承受债务的压迫，他们更

倾向于一种简单的方式换取更多的财富。他们每个

人都是赌徒，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去追求成为幸存

者之后的荣华富贵，而他们苦苦追寻的东西，恰恰

就是架在他们头上的闸刀，随时都有放下的可能，

但是他们更情愿沉浸在微渺的希望中。而吴一男洞

察了人性的这个漏洞，就算他按下终止按钮，最终

也会由他们重新开启，这也正如他在生命最后一刻

与成奇勋的对话中所说：“我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人，

来参加这场游戏。”组织者同样是赌徒，他们将金

钱作为筹码，玩人性的游戏。最终187人回归游戏，

也验证了他们对人性的预估。

回归的187人，在这场游戏中，尽显了人性中肮

脏丑陋的一面。这场游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了

自私、背叛、仇杀和欺骗。当他们知晓游戏规则不仅

仅是淘汰即死亡，还有死亡即淘汰时，他们会肆无忌

惮地屠杀自己的同类。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

每个人都是踩着别人的尸体进入游戏的下一轮。背叛、

欺骗、自私、冷漠、怀疑，倾注游戏的整个过程，构

成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尽管生存的危机感迫使

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结成同盟，但是在游戏中或者游

戏之外结成的任何关系，都是不稳定的。童年伙伴会

反目成仇，夫妻也会“大难临头各自飞”，每个人在

这场游戏中都是孤独而又可悲的个体。

但这并不代表电视剧对人性持怀疑态度。导演

最终还是在呼唤人性的回归。并且将回归的期望寄

托在了成奇勋、姜晓与智英身上。男主成奇勋赌博

输光家里的积蓄，没有正经工作，人到中年还要向

自己的母亲要生活费，偷母亲的积蓄去赌马，他是

一个十足的失败者，社会的寄生虫。但是在这样一

个人人自保的环境中，他却是第一个向孤立无缘的

老人和曾经偷过她钱的姜晓伸出援手的人，在最后

他与曹尚佑进行终极对决时，他为了保全自己的童

年伙伴，甚至要终止比赛，他比起让自己成为游戏

的最终获胜者，更倾向于共赢，他能够在游戏中给

予他人充分的信任，或者换句话说，他依旧相信人

性，因而在电视剧结尾成奇勋和吴一男打赌时，他

依旧坚信会有人对流浪汉施以援手。姜晓与智英，

她们一个是逃亡者，一个因为弑父坐牢，姜晓在拔

河寻找搭档的环节，邀请了被人群遗忘的智英，智

英在弹珠游戏环节，主动放弃，而让姜晓胜出，她

们是电视剧中撇去了背叛、欺骗、自私、冷漠、怀

疑之后所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纯净而美好的感情的象

征。成奇勋的胜出、流浪汉的获救，以及姜晓和智

英的互助都体现了导演对人性所抱有的希望。

剧中几乎每个人都是善与恶的集合体。尽管导演

对成奇勋寄予了厚望，但是并没有将他塑造成圣人，

当他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他依旧能毫不犹豫地放下心

中所有的善去争取生存的机会。在弹珠游戏时，成奇

勋就将人性之恶的一面展露无遗。尽管他在之前的所

有游戏中，都从未放弃过001号老人，但是当他与老

人争占生存名额时，他欺骗老人，反败为胜，他毫无

保留地展示了他狰狞的恶，越是紧要的关头，他就越

狰狞。而曹尚佑则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曹尚佑在

整个游戏过程中，表现得更加冷漠、自私。尽管他猜

［1］江焕明：《禁闭空间：独特的电影空间叙事》，《电

影评介》201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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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第二个游戏的规则，但是他却选择拒绝透露给成

奇勋；在弹珠游戏中，他毫不犹豫地利用阿里对自己

的信任，调换了阿里的弹珠；在高空过桥游戏中，他

更是毫不犹豫地推下他前面的人；在最后一轮游戏开

始之前，他又杀害了受伤的姜晓，但是我们并不能将

其简单地划分到所谓的坏人阵营。虽然他体现了人类

的自私与冷漠，但是他也曾展现出人类温情善良的一

面，他曾给身无分的阿里回家的路费，对自己的母亲

心怀愧疚。与其说他本来就代表了都市精英的冷漠与

自私，不如说这种冷漠与自私是他对局势做了预估之

后的所做的选择。他体现了都市精英的冷静与理性，

他比成奇勋更加聪明，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场生存游戏

中，情感的投入只会让人犹豫和增加负罪感，因此他

选择埋葬情感。也正是因为他扫清了障碍，男主才能

有机会成为获胜者。

康德在谈及人性时指出，人既有“趋善的天赋”，

又有“趋恶的倾向”。因而难以以纯粹的恶或者纯

粹的善对人进行评价。电视剧没有对谁是好人与谁

是坏人有明确的指向，它的指向是模糊的，或者说

它根本就不想对这些人进行定义。它将谁是好人与

谁是坏人的命题转换为人在什么时候是好的，在什

么时候是坏的。这种命题的转向，体现了人性的流

动性。当人处于这种极端的空间，要么就遵循道德

的标准，走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要

么就压抑内心的道德，唤醒本能欲望，主动成为猎

手。这场游戏就是一列人性的快车，当它行驶到了

颠簸路段时，人性就变得支离破碎。

二、固化的阶级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生成结构论”认为，

阶级结构处在一个不断建构、再生产的过程之中，

具有替换的可能性，并非封闭的体系，阶层之间也

非完全封闭不可跨越，它既指一个社会阶级在整个

社会的阶级结构中的流动，也可以指阶级成员个体

的社会流动［1］。尽管阶级存在流动的可能性，但

是下层阶级难以占有资本使自己在场域中为竞争争

取到平等的起点，他们从竞争伊始就处于一个不利

的地位。资本的排他性、上层社会的屏蔽机制严重

限制阶层的流动，进而造成阶级的固化。

电视剧中处于游戏中的大部分人是游戏的参与

者，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在组织者为他们建构的“平

等”“民主”的社会中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权力。他们

在这场游戏中，每天能够分配到的，仅仅能满足食能

果腹、衣能蔽体的基本需求，为了与其他阶层区分，

笔者称之为“平民”。处于平民之上的则是工作人员，

他们的工作是确保游戏世界的正常运转。工作人员之

间也存在严格的等级秩序，其中处于最底层的则是戴

着圆形面具的劳工，他们只负责运尸与焚尸，机械地

完成组织者为其分配的任务。戴着三角形面具的则是

士兵，他们负责维持秩序，一旦有人违反秩序或者成

为淘汰者，他们就会负责“清理”掉这些不再适合游

戏的人。戴着正方形面具的则是工作人员中的管理者，

他们拥有对劳工和士兵及参与游戏的人的管理权力，

同时也随时监控着游戏中人的动态。而在这群人之上

的则是戴着黑面具的上一期鱿鱼游戏获胜者黄仁昊，

他是整场游戏的负责人，他受命于游戏的组织者，服

务于VIP客户，同时他也是游戏的观赏者。他从参与

者转变为观赏者，实现了阶级的跨越。而处于这条权

力链顶端的则是游戏的组织者和VIP客户，他们无一

例外都是资本家，他们拥有绝对的能力满足自己的物

质需求，于是他们的需求发生转向，而这场游戏就是

他们新需求的一个发泄口。他们占有资本，因而他们

就能站在“上帝”的位置观赏这场生存的竞争。而不

占有资本的“平民”只能处于服从地位，他们的人生

只有三种结果：第一种是回到现实生活中，继续他们

在悬崖边的绝望生活；第二种是在游戏中淘汰，然后

被这个世界除名；第三种则是在游戏中取得最终的胜

利，获得胜利就拥有了资本，这也就意味着获胜者拥

有了实现阶级跨越条件。而获胜者要实现这种阶级的

跨越除了需要资本之外，还要自私、冷漠、双手沾满

鲜血、最终要向资本家臣服。同样作为游戏的获胜者，

黄仁昊成功地实现了阶级的跨越，最终成为游戏的负

责人，而成奇勋却因愧罪恶感而主动放弃了阶级的跨

越。在将资本作为划分阶级的前提之时，就已经为大

部分人关上了跨越阶级的大门，在这场追逐资本的游

戏之中，大部分人只是陪跑者，能够积累到足够财富

实现阶级跨越的人凤毛麟角。这场生存游戏就是现实

生活中残忍疯狂的生存竞争的隐喻。

没有资本加持的下层阶级，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

失去了实现阶级跨域的机会，布迪厄将教育视为实现

［1］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烟台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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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跨越的跳板［1］，“可以肯定的是，有史以来，

对权力和特权的传递问题所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中，

确实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比教育系统所提供的解决办法

掩藏得更好，因而也更适合那些要一再使用最封闭的

权力和特权的世袭传递方式的社会。教育系统的解决

方式就是在阶级关系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在表面上中立的态度之下掩盖它履行这一职能的事

实。”［2］处于下层的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进入不同

的场域，改变自己的阶级，但电视剧对其持的是一种

怀疑的态度。曹尚佑母亲是个鱼贩，从小家境贫寒，

但是他却考上了韩国顶尖的首尔大学，并且进入大企

业，他似乎过上了别人羡慕的生活，但是，他却透支

客户的钱去做期货，还用了自家的房子做抵押，最后

欠下60亿韩元的债务无法偿还。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罪

有应得，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将他的一败涂地归罪为人

贪恋的本性，他的失败恰恰说明了韩国社会阶级的难

以跨越。尽管曹尚佑能够进入韩国的顶尖学府，但是

他并不能够顺利进入上流社会，他要从普通员工晋升

到管理层，不仅需要能力加持，也要受韩国论资排辈

传统的限制，加上他没有能够依靠的家庭背景，这也

导致了46岁，也只做到了投资二组的组长，仍旧处在

公司的底层。他代表了韩国社会中憧憬上流社会的下

层精英分子，他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阶级之间难以逾

越的鸿沟，他们试图跨越阶级时很容易触犯红线，最

终被反噬，教育最终会被资本压制。曹尚佑的跌落也

向韩国社会证实了教育在阶层跨越中的无力。

在资本主义的生存游戏中，阶层是难以跨越的，

要实现阶层跨越，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整个阶层

处于从上到下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之中，上

层阶级享受着“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的快感，

下层阶级难以脱离“被看”的命运，他们在这个严

密的监视网络中难以寻找实现阶级跨越的机会。阶

层的固化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我

国阶层固化也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所谓的富二

代、穷二代、官二代都是阶层固化的现实表现。而

这种固化的社会结构会阻断社会底层人员向上流动

的可能性，挫伤其实现个体发展的内在动力。阶层

之间占有的资源千差万别，富益富，穷益穷，社会

结构则将处于畸形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状态。

三、不平等的社会

电视剧将游戏开展的空间设立在孤岛上的隐蔽

场所，并建构了一个有着严密管理系统和等级秩序

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中有“平民”，有管理者，也

有作为“上帝”的资本家。“平民”中有男人也有女人。

电视剧中的不平等则由资本家和“平民”之间的贫

富差距和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这两组关系构成。

电视剧所揭露的贫富差距不言而喻，资本家能

够出资几百亿韩元建构这个游戏世界，对这群参赛者

进行残忍的施舍，但是这群参赛者却因几亿韩元的债

务就签订了放弃身体条约。但是这群高高在上的游戏

的管理者始终在强调比赛的公平性，“参赛者都以同

样的条件公平竞争”“我们是给在外面世界遭受不平

等待遇和歧视的人们最后一次机会，得以公平竞争取

胜”，以及“不抛弃被冷落的弱者”。他们将自己打

造成拯救者，为这群社会的边缘人提供一个虚假的平

等世界，他们不关注谁获胜及怎么获胜，他们只是在

组织游戏及观赏游戏的过程中享受权力垄断的阶级优

越感。拥有资本的主办方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可以任

意制订策略来维持场域中的现有格局。而参与游戏的

456人只能做他们的“臣民”，始终处于服从地位，

遵守游戏规则。这场游戏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平等之上，

资本家在这场游戏中却占有绝对的优势，无论最后谁

取得胜利拿走奖金，这群资本家都能全身而退。当资

本家享受着观看游戏带来的快感时，参与游戏的每个

人都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地与另外四百多人争夺最后

的胜利，而形成这种巨大的权力落差的原因，说到底

还是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它所呈现的这种权力结构，

同时也暗示了韩国社会资本家的力量。韩国是世界上

被资本干预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从朴正熙时期，在

韩国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下，财阀集团的势力迅速膨胀，

韩国的财阀就已经掌握了韩国社会的经济，其生产活

动遍及各个行业，韩国人从出生到死亡，几乎所有的

消费都由几个大家族来操控，财阀的权力对韩国政治

民主化进程形成了强大的干扰。［3］他们不仅能够干

预韩国的选举制度和选举形势，并且政企勾结已经成

为韩国社会公开的秘密。如果我们将《鱿鱼游戏》中

［1］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烟台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

［2］［美］L·华康德：《论符号权力的轨迹》，《国

外社会学》1995 年第 4 期。

［3］林震：《论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阀问题》，《亚

太经济》200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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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视为一个政治场域，那整个场域的运转规则则

是资本家通过控制管理层，来实现对普通民众的控制，

这正好吻合了韩国政企勾结的社会潜规则。财阀依靠

政府的扶持实现自己的财富积累，财阀在韩国企业营

业利润中的占比达到了40.8%，财阀企业数量却仅占韩

国企业数量的0.2%，韩国前30位的财阀企业销售额占

全国销售额的40%，资产规模则达到GDP的95%左右，

他们坐拥资本，最终也成为最大的获益者。而普通民

众却难以同等享受到韩国经济发展的红利，2002年至

2012年的十年，韩国经济GDP整体增长了45.6%，但

居民实际工资增长却只有23.2%，甚至韩国民众的负

债率位居世界前列。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一小撮人享用，

而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却需要整个社会承担，倾斜

的天平眼中压着普通民众的生存，导致韩国的自杀率

孤高不下，现实生活不比《鱿鱼游戏》温和多少。

相对于贫富差距，电视剧中的男女之间的不平

等表现得更加隐晦。但是从对游戏的设置还有群体

对女性的态度上，都能看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女

性在这场生存游戏中，是被忽视、被冷落与被排斥

的对象。电视剧中所出现的 123 木头人、抠椪糖、

拔河、弹珠游戏、高空过桥、鱿鱼游戏，设立这六

个游戏是吴一男对自己的童年时光的投射，他渴

望寻找童年时期游戏的快感，甚至不惜亲自参加游

戏。这也就导致了电视剧中所有游戏都是以男性立

场设定，而女性则需要用其女性的身份，辅助这场

男性的童年想象。在游戏的设定及结果的预估上，

女性处于在视线之内却看不见的状态。123木头人、

抠椪糖、弹珠游戏、高空过桥并没有显示出性别差

距，但是拔河游戏与鱿鱼游戏这种涉及力量对抗的

游戏，就凸显了女性在对抗中的劣势。在最后的鱿

鱼游戏环节中，只剩下成奇勋和曹尚佑，但试想，

就算姜晓能进入决赛，她需要通过暴力对抗两位男

性，无论从力量还是数量上，她都难以战胜男性成

为游戏的胜出者。主办方为姜晓、成奇勋、曹尚佑

准备了三套衣服，这三套衣服都是男性西装，这为

我们传达了两种可能的信息，一是主办方预设了最

终的胜利将会属于男性，二是在这场生存游戏中，

无关乎性别。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女性都没能与

男性处于同等地位。第一种预设体现的是社会对男

性力量的肯定，以及对女性力量的怀疑，第二种则

是无差别对待下虚假的平等，电视剧中所设置的游

戏为女性设限，但却通过这样的方式高呼男女平等，

为自己戴上虚伪的面具以掩饰男权妄自尊大还“好

心施舍”的丑恶嘴脸。当我们把女性放在群体之中

进行考察时，女性则是被选择的对象。在拔河游戏

中，参赛者更倾向于寻找有力量的男性作为搭档，

女性处于被排斥的地位，这种排斥是基于现实的主

动选择；在弹珠游戏中，所有人都需要寻找一个搭

档，而最终落单的依旧是女性，在寻找搭档环节，

参赛者不知道游戏的类型，也不清楚游戏的规则，

但基于此前玩的拔河游戏，大家都倾向按照合作搭

档而非竞争搭档的标准去寻找，女性最终被当作弱

者而遭到冷落与抛弃。她们处在一个表面“平等”

的世界，遭受着各种或隐或显的歧视，这种歧视一

方面来社会，一方面来自个人，社会没有为女性创

造平等的竞争条件，却要求女性去完成与男性同等

的任务，而在这过程中，女性还需接受男性社会的

审视，男性一方面会因为自己生理优势而将女性视

为弱者，同时也会因为女性占用了名额，而排挤女

性，女性得不到同等的发展空间与机会。

《鱿鱼游戏》并没有烧脑的剧情，导演选择儿童

游戏来建构自己的叙事框架，就是为了从复杂的叙事

中剥离出来，使主题更加突出。它为我们建构了一个

荒诞的游戏世界，这个世界里，资本为王，弱肉强食，

充斥着杀戮、背叛、欺骗，人性的丑恶与社会中的黑

暗在其中生动地展演。电视剧洞悉了社会的生存法则

和韩国社会悲惨的社会现实，它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的

关注也证实它所讨论人与社会的问题具有普遍的现实

穿透力。《鱿鱼游戏》的成功也让我们感叹近些年韩

国影视发展速度，从2019年的《寄生虫》到今年的《鱿

鱼游戏》，都在展示韩国影视剧对外输出的能力。反

观国内的爆款影视剧，投放到海外市场时，却始终遇

冷，《八佰》全球票房总收入为4.6亿美元，发行覆

盖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但其中中国内地市场就贡

献了4.6亿美元，海外收入不1%，这其中除了中国

电影存在的文化贴现之外，电视剧的推广与发行渠道

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国产电影要防止自身陷入

“加拉帕戈斯化”［1］的困境。

［蒋红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

［1］牛绮思：《日本的“加拉帕戈斯化”是种什么病》，

《中国经济周刊》2017 年第 12 期。


